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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环境抗争实践中的权力与科学话语：

基于东村 l的田野考察

司开玲

摘要：随着环境话语合法性的增强，农民的环境抗争受到越来越多的暴露。在农民的环

境抗争中，是否能够有效地证明白身的污染以及污染受害，将关系到农民环境权益的维护。

然而，在地方权力关系的实践中，农民对污染的证明遭到科学话语的限制。权力对科学技术

的操作，加剧了农民的污染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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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人类学。

Title: Power and scientific discourse in the practice of peasants ’ environment protest: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village Dung 

Author: Si Kailing 

Abstr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le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nvironmental 

protests by peasant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posed. In the context of peasants ’ environment 

protests, whether peasants can prove their pollution and victims effectively, will be rela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sants’ environmental rights.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local power relations, 

their proofs are limited by scientific discourse. Under the 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power, there are increasing pollution victims to peasants.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与中国目前实际发生的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农民环境抗争事件的丰富性相比，目前学术

界关于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则显得匮乏。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环境抗争”的界定相对统

一，它摆脱了关于“抗争”、“维权”、“暴动”之间的差异性的争论，既包括目标合法的“维

权行动”，也包括反规范的“集体暴动”。总之，“环境抗争”是指社会主体（包括群体和个人）

以反污染为目标而发生的一切行动 。 对此，冯仕政认为环境抗争是指个人或家庭在遭受环境

危害之后，为了制止环境危害的继续发生或挽回环境危害造成的损失，公开向造成环境危害

的组织或个人，或向社会公共部门，包括国家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等做出的呼吁、警

告、抗议、申诉、投诉、游行、示威等对抗性行为。 2

目前，研究农民环境抗争的路径有多种，包括农民环境抗争的原因、方式（手段）、认知

方式、结果等。在现实场景中，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原因也许相对简单、 直接，那就是工业

生产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料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侵害，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合法的环境权

益而进行的一系列要求企业停止污染、赔偿损失的行动。但是，对研究者来说，“农民”构成

了一个本土情境下的“他者”，所以研究起来变得复杂。

首先，在反抗原因上，有两种研究取向：首先是研究者关于农民抗争动机的争论，即他

们的反抗究竟是为了经济利益的争夺，还是为了获得政治承认 37 前者关注抗争者的经济动

机，而后者关注抗争者的政治动机和文化动机。其次，农民环境抗争的产生有其宏观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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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背景。具体而言，熊易寒认为当前农民的环境抗争的发生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脱嵌以及道

德经济的瓦解。 4这种研究取向延续了波兰尼、斯科特的思路，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侵

入，导致了地方性的传统经济的瓦解，并且威胁了一部分地方群体的生存，破坏了他们的社

会公正感。生存危机的加剧以及社会正义感的破坏，使得农民不惜冒险进行反抗。

另外，熊易寒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同样存在工业

污染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发生农民环境抗争，而有些地区则没有发生环境抗争。与这种研究

思路相一致的，是如何解释在同样的污染受害的情况下，有些受害者选择了抗争，而有些受

害者却保持沉默？对此，冯仕政认为，污染受害者是否选择抗争与行动者在“差序格局”中

的位置以及可以动用的资源有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越大；随着社会

关系网络的规模扩大或势力增强，遭受环境危害时做出抗争行动的可能性越大：社会关系网

络的疏通能力越强，而对环境危害时做出抗争行为的可能性越高。” 5然而，与此解释相对的

是，黄贤金在对N市江浦区农民土地抗争行动的研究中发现，那些社会地位高、关系网络广

的农民，因为存在其它的资源获得途径，往往不会参与抗争。相反，那些社会地位低、没有

关系的农民，由于无法通过其它途径获得所需资源，因而在面临当地政府的土地掠夺时，往

往会不顾一切进行反抗。 6

与强调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原因的研究取向所不同的是，张玉林关注农民环境抗争过程

中的体制性制约，并且将这种结构上的限制归纳为“政经一体化” 7。“政经一体化”是目前

农民环境抗争所遭遇到的主要体制特征。在这种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结盟，

从环境的保护者沦为污染的保护者。在这种体制之下，由于污染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在经济

实力、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使得遭受污染损害的农民在环境抗争中面临巨大

困难。

上述有关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成果开阔了笔者的研究视野，为本论文研究问题的提出提

供了有益启发。通过在东村的田野，笔者发现，农民在遭受工业污染侵害后，会通过不同途

径维护自身的环境权利，包括上访、自助救济、诉讼等。但是，在他们的抗争行动过程中，

遭到各种各样的压制。这种压制在体制原因上被归纳为“政经一体化”。但是，这种体制如何

具体地实现它的统治？按照福柯对知识／权力的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

同时也是生产性的。这种生产性表现在国家对于人口的治理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形式去实

现 8。那么，在农民环境抗争的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限制在知识形式上有何表现？这种知

识形式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表现？

在本论文的分析中，知识／权力机制的含义为：权力如何生产并运用那些用于社会治理的

知识形式。在环境问题领域，这种知识形式表现为一系列对环境以及对人口进行客观化的方

式，前者包括环境监测、排污标准化等，后者包括癌症发病率的统计、儿童铅中毒人数统计

等。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对知识形式的分析将局限于科学话语一一它是一种嵌入地方政治经

济中的实践性事物，在东村农民的环境抗争过程中，笔者关注“科学”所宣称的标准化与客

观化如何沦落为地方权力操作的工具，为企业的生产和排污提供合法性证明，使得农民在污

染以及受害证明上面临困境。

二有关癌症发病率的争论

有关技术在维护农民环境权益上的限制，陈阿江在对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研究中己经有所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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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严重却没有被认可为社会问题的重要障碍之一是技术壁垒。中国的科技相对

落后，尤其是在农村，科技落后的现实老百姓有亲身的体验，技术对他们似乎有超乎寻

常的功效与魅力，技术人常常被老百姓视为善良的、神圣的道德化身。但在事实上，技术

常常充当着排污者排斥氏众的工具。……乡镇干部指着五彩湖说这水的颜色虽然不好

看，但已经化验过了，是达标的。民众哑然。 1998 年的零点行动后，官方宣布太湖达标

排放。但老百姓糊涂了达标了怎么喝的水还是那样？再后来水还越来越糟糕了。 9

在农民与企业之间的环境冲突中，科学技术的先天合法性更成为农民证明污染遭遇的限

制。为了维护环境权益，农民需要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遭遇到了环境危害。这种“证明”

不仅仅是一种话语，而是一种切实的需要。当然，不同的农民会使用不同的证明手段。在东

村，这种证明的方式表现为“癌症患者名单”：

姓名 年龄 病因 死亡日期 家眷盖章

王正宾 42 肝癌 2002 年 10 月份 妻子魏兰芳

段家）｜陨 49 肝癌 2002 年 4 月份 妻子李佳音

顾正红 76 食道癌 2001 年 4 月份幸存 顾正红

“名单”共有六页纸，纸已经泛黄，“家属盖章”一栏上除了印章之外，还有鲜红的手印。

名单中总共有 96 人，患癌或者死于癌症的时间从 2001 年至 2005 年。在向“外界”诉说自身

的遭遇时，“癌症患者名单”是村民的“有力武器”之一。

人类学中关于“癌症”的己有研究，一方面关注患者的生命体验，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命

政治：另一方面关注“癌症”如何成为现代文明的隐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 10一

文中指出，对于癌症的那些隐喻性表达，导致了人们对于癌症患者的偏见和疏离，为了克服

这种不人道的状态，必须还原癌症的本来面目，还原其生物学特征。在人类表达关于疾病的

恐惧中，确实会将疾病与某种道德话语相关联，并且通过疾病划定某种道德边界 11 。然而，

在环境话语中，“癌症”的隐喻却表现出另一番景象，争论来自于癌症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在

东村的案例中，村民并不回避村庄内部的癌症发病率升高。相反，他们通过从外界社会中习

得的有关癌症的知识，以及自身对癌症

水平。他们积极地寻找证据证明癌症与污染之间的关联，比如医生在对癌症患者进行诊断过

程中所透露出的癌症－污染之间存在关联的只言片语，或者是将东村的癌症发病率与其它远离

化工厂的村庄的癌症发病率进行对比，或者将化工厂引进以后东村的癌症发病率与化工厂进

入之前进行对比等等。

但是村民的理性思考与质疑遭到了科学知识的否定一一这种“科学知识”不是实验室的

知识生产，而是地方政府操作下的知识生产。 2005 年 10 月 28 日，东村被媒体曝光为“癌症

村”，为了粉饰地方政府的政治形象，县疾控中心“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在两天内制作了

关于东村癌症发病率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调查方法：选取东村、南村为被调查村庄 距离化工厂西南 5km 的原角东村、角巷

村为对照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情况： Y镇东村 2000-2005 年恶性

肿瘤患病 29 人，年均患病 184.7/10 万，因恶性肿瘤死亡 21 人，恶性肿瘤年均死亡率

133.7/10 万： D 镇东南村 2000-2005 年恶性肿瘤患病 46 人，年均患病率 248.4/10 万，

因恶性肿瘤死亡 38 人 恶性肿瘤年均死亡率 205.2/10 万；东村、东南村合计恶性肿瘤

患病 75 人，年均患病率 219.2/10 万，因恶性肿瘤死亡 59 人，恶性肿瘤年均死亡率 17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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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原角东村、角巷村 2000-2005 年恶性肿瘤死亡 57 人，年均患病率 340.4/10 万，因

恶性肿瘤死亡 39 人，恶性肿瘤年均死亡率 232.9/10 万。从此调查可以看出，三地年均

恶性肿瘤患病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角东及角巷村、东南村、东村 恶性肿瘤年均死亡率也

是同样的顺序。

东南村、东村 75 例恶性肿瘤患者中， 74 例为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患病以食

道癌（32 例）、肝癌（ 16 例）、胃癌（ 12 例〉、肺癌（9 例〉为主， 2000-2005 年分别患

病 9 例、 10 例、 14 例、 19 例、 16 例、 7 例 志病人数未明确体现时间上的积累效应。

调查结论：东村的癌症发病情况与化工厂的污染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首先，在癌症患者人数上，这份调查报告与村民的统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按照村民的

统计，东村 2000 年－2005 年间，癌症患者人数为 96 人，并且拥有详细的患者名单。然而，

在县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中，癌症患者人数被表述为“Y镇东村 2000-2005 年恶性肿瘤患病

29 人”。村民称，县疾控中心的调查方法并非是普查，相反，那是从村民、村干部那里获得

的知识，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次，在癌症与污染的关系土，县疾控中心的调查

结论为：东村的癌症发病情况与化工厂的污染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有关癌症与污染之间关

系的讨论，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生物适应等，笔者将仅仅

从权力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这种有关癌症发病人数的争论，以及疾控中心所制作的调查报

告所体现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在东村农民的环境诉讼中，这份调查报告被企业用来证明白身

排污的合法性、对周围居民的健康不存在危害。

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规则的场域，法院通过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展示着双方的权力。

在东村的环境诉讼中，村民所展示的证据遭到了法官的诸多质疑，比如，村民在要求地方政

府对企业进行环境检测未果的情况下，自己取样将化工厂的污水送往上海市城市污水排污监

测站进行化验，化验结果是氯化物： 2.30E03。根据 N 大学环境科学博士生的解读，该数据

的含义是：按照国家环保总局所颁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氯化物（以 Cl－计）为 250 （单位：： mg/L),

除去检测方法、参考标准等所带来的误差外， 2.30E03 意味着该检测样本中的污水肯定存在

超标。然而，在庭审过程中，由村民提供的这份检测报告的合法性遭到了法官的质疑：村民

的取样过程缺少公证员的公证，无法证明样本的有效性。对此，村民称，他们曾经申请过县

公证处的公证，但是遭到了县公证处的拒绝。与村民的证据相对的，则是由企业提供的县环

保局的环境监测报告：从 2000 年 3 月至 2005 年 3 月，县环保局对化工厂所排放的废水、地

下水、废气、噪声等进行了 8 次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2005 年 5 月 7 日，

县环保局收到原告村氏要求履行监测和管理的信函后，即派出工作人员对化工厂所排的工业

废水先后进行了 4 检测 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三 来自镇政府的一封公开信

在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之下，声称科学是完全的价值中立无疑会引来唏嘘鄙夷之声：然而，

就此声称科学与权力之间存在关联，又会被指责为老生常谈，而且精通科学脉络的科学家们

肯定也不会买账一一尤其是对于那些真心诚意的将科学作为圣域的科学家而言。如何把握权

力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项人类学研究来说，当然需要将其放入特定的田野背景中。需

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讲述的“科学”并不是实验室活动，而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实践。在

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及经济实践中，科学在证据判断上的作用与科学的真理性地位相关。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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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来，科学逐渐掌握着话语权，在人们的共识中，它己经成为真理的重要代表。在

许多人看来，科学之所以代表一种普遍真理，是因为它对真理的把握与特殊价值以及特殊的

生活世界无关，“通过把自己从认知者或被认知对象这两方面的生活经验中抽象出来，这种形

式的理性认为自己是独立于世界与心灵的，是客观与普遍的。” 12当然，科学的真理性地位与

科学这种宣称客观性的特质密切相关。称一种认识或信念是理性的，不是因为它们被担保为

真，而是它们是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而获得的，这种过程要求研究服从实践的检验， 要根

据证据来不断地改进其认识和信念，这样就会使得它们更为接近真理。 13为了实现无限接近

真理的愿望，科学将客观性作为其内在特征。因而“客观”是科学的核心理念，它被赋予了

多种多样的价值内含，比如客观的意味着独立的、公开的、真实的、中立的、非意识形态的、

与个人兴趣无关的、外在的等等 14 。

科学的这种客观性声称本身自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声称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有多长？中

国俗语中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也许正是在无意间阐释了那些合法性声称与实践之间的背

l笃。

目前，在环境人类学和环境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科学”在环境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己

经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宏观问题上，比如全球变H麦等。然而，“科学”作为权力机制在普通民

众面临环境污染时所扮演的角色仍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在这里，“科学”是一项复杂的混合

体。一方面，它指涉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依赖计算机、检测仪器等非人为工具，

正因为这种“非人为性”，科学专家可以宣称自身所得到的知识是摆脱人为因素影响的、客观

的、价值中立的。另一方面，科学所宣称的“客观性”却如同道德话语中的“正义”一样，

无论是良民还是恶棍都可以往自己脸上贴。所以，实践中的科学，我们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一

种方法，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话语。当把科学理解为一种话语的时候，科学与价值紧密联系。

在东村的案例中，“科学”是地方政府对农民环境抗争合法性进行否定的重要工具。这种“否

定”通过 Y镇政府致东村全体村民的一封公开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公开信的内容如下：

近期， D 村少数群众假借联名上访之名，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盲目夸大宣传

化工厂的污染情况，并向新闻媒体反映，直接导致个别不明真相的新闻媒体发布不实报

道，引起较大的负面反响，影响了我镇东村的社会稳定和全镇经济发展大局，镇政府就

这一事情的发生感到非常痛心。

化工厂是我镇 2000 年 9 月招引的一家氏营企业，主要产品为苯盼氯化系列药物中间

体，原料生产合成中会产生少量气味，在公司周围有一定感觉。该公司正式生产后，镇

政府、 D 村、角巷村及群众代表对此均与化工厂进行了协商 现经过多次整改并随着化

工公司生产工艺的不断完善，化工厂排放的气味已得到一定控制。特别是该厂去年新上

的问苯三盼项目以后，对原有生产中产生气味的产品进行了淘汰，而且该公司经县、市、

省各级环保部门立项审批，各项手续齐全，其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目前，仍有少数群众认为化工公司排放的气味对人体产生危害，甚至导致癌症的发

生。对此，国家环保局［1996] 934 号文件批复明确认定，“对氯苯盼和 2.6一二氯苯盼不

属于含有在自然环境中不易分解和能在生物体内蓄积的剧毒污染物或强致癌成份的产

品” 15；近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Y、 D两镇卫生院医生及村医又对公司周围D村及

D镇东南村进行了恶性肿瘤患病情况调查认为“从本次调查资料统计的恶性肿瘤患者年

龄、地区、时间分布看，与化工公司的关系不明确”、叩村、 N2 镇东南村 2000-2005 年

期间恶性肿瘤总患病率、总死亡率不高于Y镇其他村其两村恶性肿瘤发病与化工公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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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目前元直接依据。”据此，可以明确地告诉广大村民，化工厂所排放的气味，不会对

人畜及植物构成生命安全威胁，更不会直接致人患病死亡，该公司目前所排放的气味等

均严格控制在国家环保标准之内，请广大村民不要偏听偏信，误听误说。

少数群众为达到个人利益，肆意夸大了化工厂污染，甚至瞎说化工厂致当地百名群

众患癌症死亡。这一错误言行为本地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不但损坏了当地目

前声誉，而且有可能损害我们下一代名声。每一个有良知的村氏，都应该试想一下，谁

愿意与癌症村人打交道呢？将来有可能出现当地小伙子找不到媳妇、姑娘家不出去的严

格后果。在此，镇政府愿与广大村民一道，对化工厂污染情况再次做个科学鉴定，请你

们推选 2-3 名群众代表与我们共同参与监督送国家有关部门化验如化工公司确实存在

污染，将立即责令化工公司停产整顿，待整改合格后再允许其生产；如化验结果在国家

规定标准内，那我们就要维护化工厂正常生产秩序，决不能听信少数群众恶意煽动。以

前，广大村民由于不解事情真相，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联名签字盖章，是 D 村对化工

厂情况宣传解释不够，现在只要大家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不再参与此事，我们将不予

追究。反之，对于少数极个别恶意煽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又不听教育劝阻的人，要认

真追究其责任，以维护我镇社会大局的稳定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村民同志们：

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远离邪说，是我们 21 世纪的公民应有的素质，在此，一并希

望广大村民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要相信科学，不要道听途说，误听误传，以免给我们

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误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设下的圈套，触

犯了国家法律，那将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心一意谋发

展，凝聚聚力抓经济，沿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引的方向，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多做

贡献！ (Y 镇人民政府， 2005 年 11 月 11 日）

如果把上述文本放在一个恰当的话语背景中，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该文本所体现的意涵。

在农民的意义世界中，他们仅仅把这个文本当作镇政府威慑方式的一种。与这个文本的散发

同时发生的事件是，县政府纪委书记和公安人员将反污染抗争的村民代表段玉贵、舒昌、朱

华等带入文明旅社，要求他们交出上访材料。但是在农民的话语中，后一事件得到了充分的

阐释。在村民看来，动用警力对上访的村民代表进行“软禁”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合法，所以

在外界的关注中，他们会对地方政府这种不合法的事件进行反复叙说。相反，村民对于上述

“公开信”则保持沉默。在村民的语汇库中，有句话叫“不怕鬼对面，就怕鬼算计”。这种“鬼

算计”包括企业雇佣地痞流氓在深更半夜到村民代表家里敲门砸窗户、给村民代表以及家人

打恐吓电话，当然，最严重的、也是村民最无可奈何的“鬼算计”当然是地方政府通过“合

法”的手段对他们所施加的报复。比如，在东村村民自发抵制化工厂的污染时，镇政府以“破

坏生产”的名义对村民进行拘役。这些都是显而易见、容易把握到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回应

方式。 但是类似于“公开信”这样的文诛笔伐却在村民的理解和考虑之外， 一来，村民的既

有认知与这种文字式的表达之间存在差距：二来这种文字批判对村民来说并不构成实质意义

上的威胁。所以，他们对于“公开信”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然而，从这封“公开信”中，我们却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环境话语中地方政府所依赖的

合法性来源。首先，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与科层体系所要求的程序合法密切相关。比如，企业

的生产是获得各个权力部门认可的，“该公司经县、市、省各级环保部门立项审批，各项于续

齐全，其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其次，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依赖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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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被权力操作成为关于真实性的最好证明。比如，化工厂的污染状况是经过科学检测为“符

合标准的”、“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的”：县疾控中心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东村的癌症发病率

不高于对照村、并且与企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这些表现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宏大背景相

吻合，比如全球变暖的证明只能来源于科学家的统计数据和预测，相反，对全球变暖的反驳

同样也来源于科学，即通过黑客攻击科学机构的数据库，从而证明某些科学家在说谎！在这

个过程中，普通生活者的在其中的遭遇越来越被边缘化。

四权力与科学的关系

正因为科学的声称与实践之间的背离，以及科学与现实社会情境之间的纠缠，才使得宣

称价值中立的科学不断遭受人文学科的批判。在这种反思活动中，重要的一点是关于科学与

权力的关系的讨论。这一点得益于福柯的启发。在批判者看来，科学知识不再像科学家所声

称的那样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真理，相反，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充满着选择性。在库恩那

里，这种选择的结果被称为“范式”，即某个历史阶段、某群科学家或者知识分子所共享的那

套知识体系和研究规范：对利奥塔来说，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由定义性的陈述所组成的话语，

但是这套话语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必须有两个补充附属的条件才能被接受：（ 1) 所指涉的

事物必须是经得起反复验证的，（2）它必须能够确定在书写该陈述时必须使用相关专家能接

受并能通用的内行术语”。 16因此，作为一种陈述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话语，科学知识并不

代表知识的整体它总是与叙事学知识相并存、竞争、冲突。 17

人文学科对科学的反思，不仅是为了摆脱科学所宣称的崇高的客观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崩

溃，更重要的是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反思。为此，沃林顿和莫尔（Tabatha

J. Wallington and Susan A. Moore）提出了“情境化的实证主义”（ contextual empiricism），它

拓宽了人们对于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活动的客观性的理解。“情境化实证主义”这个概念仍旧坚

持实证性是科学的基本原则，但是它修改了实证主义者的一些基本假设。它认为：（ 1) 理论

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科学是由科学家群体操作的社会活动，这些科学家嵌入

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中。因此，情境化的实证主义包含两个层次，首先科学是一种认知活动，

其次科学是一种情境化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科学家的判断受到规范的指导和制

约，比如真理、精确性、前提的权力（predictive power）、视域等，它们是科学实践的规则。

这些共享的标准使得科学家是对客观性负责，而非科学家本人。而作为一种情境化的社会活

动，科学受到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指导科学的更广泛的社会情境的制约。 18在沃尔

顿和莫尔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认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是，科学不像审查那

样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威。科学不是权威性的，它需要科学家群体之间的相互校正” 19。通过

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科学的理念，本身是试图摆脱权力的干涉的，并且设置了

一套机制确保它能够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但是就如充满贞操的少女一样，她可以独善其身，

但是却不能确保自身不会遭受流氓无赖的糟蹋。同样，科学也不能摆脱它所置身其中的复杂

的现实情境，更不能摆脱现实情境中权力的操纵。

在查尔斯·口合伯的研究中，科学，尤其是“政策科学”，深深地与既定利益和政治联系在

一起。科学家为一些机构工作，而这些机构极少是“非利益取向的”，他们承受着各种程度的

代表机构利益的组织与政治斥力。就环境问题而言，科学家易受其工作部门的影响。他们分

别受雇于学术机构、政府机关、工业和私人环境组织，这些组织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日程和政

治气候。较少强调环境威胁的，是学术机构或政府的科学家。至少，政府科学家是要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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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构利益的压力下工作的。 2。这也正是巴伯对政府中科学家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他认

为，造成政府科学之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问题，政府研究组织在两种组织障碍下蹒跚

而行，第一个组织困难是，政府研究部在很多方面受那些适用于所有政府组织的非科学的通

行规则的控制，而这些规则很大程度上对科学研究群体的成功运行不利。第二个组织困难是，

政府研究比工业科学或大学科学更多的遭受所有令人头痛的“科层制”的组织问题。 21

关于地方的环境监测，公众无法确知其真实的检测数据。在农民的反污染行动中，得知

的往往都是企业的排污达标。可是，从已有的环境污染事件来看，如果受害者对地方环保部

门的环境监测存在质疑，该怎么办？科学检测是不是就意味着结论客观？这种客观性从何而

来？从布尔迪厄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科学的真实性来源于同行间的评议以及对共同范式

的认同。科学场域中的“客观性”的前提是可重复性，即对自然环境这一对象使用相同的操

作程序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吊诡的是，基层的环境监测活动却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

的，随着时间的单向流动，监测活动并不能够重复进行。 所以，对基层的环境监测也就失去

了有效监督。

在地方环境保护实践中，公众是否能够对地方环保部门提供的环境监测数据的合法性提

出置疑？如何置疑？关于地方的环境监测，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时间”。就是说

企业的排污是否合法、达标，与地方环保局监测的时间点密切相关。如果地方环保局提供的

是二十四小时监测的话，那么环境信息公开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地方环保局监测的是某个时

间点的企业排污情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知道：企业对这个“时间点”是否知情？如果知’惰

的话，企业主动配合环保局监测的情况怎么应对？同样公众也有理由怀疑：企业排污在这个

时间点是“达标”的，那么在其它时间呢？

五结语

在知识／权力的视角之下，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困境并不仅仅来源于那些“看得见”的政

治斥制，更重要的是来源于那些“看不见”的知识生成。单从农民环境抗争的角度来说，这

些知识生成包括根本意义上的对自然的“客观化”。这种“客观化”的技术表现为环境治理中

的环境监测、检测，即将环境要素中的空气、水、土壤等划分为符合标准、不符合标准等层

级，与此类似的，人口的癌症发病率、铅中毒人数等也被划分为正常、非正常。由这种追求

“客观化”而生成的知识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相反，它们转变成为专业技术人员

的“专有知识”一一这些由权力所生产出的“专有知识”保障了政治经济的顺利运行。在这

样的背景下，农民关于自身所遭遇的污染与受害的感官表达越来越无力。

在对环境进行标准化的治理过程中，充满着模糊性。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再来理解“崇

尚科学”的含义。 这里的“崇尚科学”类似于一种“科学原教旨主义”气意指不论科学知

识本身与客观真实是否相符合，只要被宣称为“科学”的，就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在这种情

况下，科学不再是一套探索真理的方法、科学知识不再是需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真理。换

句话说，科学不再是一种带有谦逊态度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相反，它被操作为一种霸权：它

就是真理！需要注意的是，做出这种宣称的并非科学家群体，而是当地的政府官员。

人类学家Eva Keller23通过对马达加斯加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田野发现，原教旨主义者

们声称宗教与科学具有相似性，前提是他们把圣经作为理解世界本原的一项文本。 他们认为，

这项文本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基本事实。 在这种观点下，宗教和科学对世界的解释都是

人们智力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建立在理性、实证的基础之上。 通过这样的解释，原教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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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们把自身的行动与那些盲目的信仰者相区别。在农民环境抗争的地方性情境中，笔者发

现，科学的境遇情况恰恰相反。在这种地方性情境中，“科学”被预设为神圣之物、信仰与神

话。由此，政治话语中的“崇尚科学”演化为一种类宗教信仰，在地方的权力关系中发挥着

它的实践作用。

l 田野资料中的所有人名、地名均按照学术规范进行了处理。
2 冯仕政．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载于《中国环境社会学一一一门建构中的学科》．洪大用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 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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